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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 ,为中国传统所称“六畜” (牛、马、羊、猪、狗、鸡 )之首 ,为古代帝王、诸侯祭祀社稷时举行隆重仪式中“太
牢” (牛、羊、猪“三牲”齐备 )之冠。又是中国传统十二生肖之一。当人们发明牛耕以后 ,牛遂成为中国传统农耕
役使的主要畜力 ,而成为农家之宝。 拙文拟从考古资料入手 ,结合民族、民俗资料和文献记载 ,就牛的本土起
源、牛的用途、牛的文物、牛的文化内涵作一介绍和探讨。
一、牛的本土起源
牛 ,属脊椎门哺乳纲偶蹄目具角型动物 ,反刍家畜。依形体特征差异 ,可分黄牛、水牛、牦牛三种。 家牛是
由野生经人工长期驯化培育而成的。 其中黄牛、水牛是由草原野生种群驯化成家畜的 ,而家牦牛则是由生活
在青藏高原 (海拔 4000至 6000米 )荒凉高峻的大山上的野牦牛种群驯化成家畜的。
我们认为只要有野牛生存的地方 ,野牛就有可能被先民们驯化成家畜。 考古资料证明 ,我国也是世界上
驯化牛的起源地之一。
野牛 ,是旧石器时代人们捕获食用的对象之一。 我国许多旧石器时代遗址发现野牛牙和遗骨化石与人牙
或人骨化石伴出就是明证。 如: 北京周口店山顶洞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 ,出土距今 18000年的野牛骨化石标
本 [1]。七十年代在贵州兴义县城东北 25公里的的猫猫洞旧石器时代晚期洞穴遗址 ,出土距今 12000年的牛类
(Bouidae indet)臼齿和肢骨化石标本 [2]。 这表明野牛是“山顶洞人”和“兴义人”猎食的哺乳动物之一。
至新石器时代 ,我国新石器时代遗址发现牛骨的是越来越多 ,长江流域以南尤其如此。 如:新石器时代早
期遗址 ,于江西万年仙人洞出土过牛骨标本 ,距今年代约 9000年 ;在广西桂林甑皮岩洞穴遗址出土距今近
10000年的水牛骨标本 ,这些可能为是当时人们猎获食用的野牛遗骸 ,而于广西柳州市白莲洞洞穴遗址 (上部
堆积 )及广东阳春独山仔洞穴遗址出土的牛骨标本 ,可能已是我国目前已知年代最早的驯养牛的牛骨标本 [3 ] ,
距今年 8000多年。
新石器时代中、晚期遗址 ,发现牛骨的遗址明显增多。 如:位于黄河中游的河北武安磁山文化遗址出土可
能是家牛的一种小黄牛 ,距今约 7000多年 [4]。于陕西西安半坡仰韶文化遗址出土二枚牛牙标本 ,标本 12为第
二上臼齿 ,呈近长方形 ,长 27. 9、宽 21毫米 ,未能判明是水牛 ,还是黄牛 [5 ]。距今 6000多年。位于黄河下游的
山东兖州王因遗址及泰安大汶口遗址除出土家养黄牛遗骨外 ,还出土家养水牛遗骸。
位于长江中游的湖北宜都城背溪文化遗址出土一件保存基本完好的牛头骨 ,残存头长 18厘米 ,两角留
存 ,两角间距离 43. 2厘米 ,重 3. 25公斤。经鉴定属水牛。距今年代 7000多年 [6]。位于长江下游的浙江余姚河
姆渡文化遗址出土许多牛骨 ,距今年代近 7000年 [7]。而以浙江桐乡罗家角与马家浜文化遗址出土的牛骨为最
多 ,原有 39个个体 ,经鉴定 ,这些遗骸以青年的为主 ,约占 64% ,以此推断为“先民所饲养了” ,并认为是属池
沼型水牛 [8]。 此外 ,浙江吴江梅堰良渚文化遗址及进入青铜时代的湖熟文化遗址均出土牛骨标本 ,凡此 ,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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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从河姆渡文化、马家浜文化、良渚文化 ,直到湖熟文化 (夏商时期 )的居民 ,可能传统地饲养水牛 [9]。如果对江
西万年仙人洞出土的水牛属 (Bubalus sp . )作进一步鉴定 ,可以肯定是属家养水牛的话 ,那么水牛在我国南方
驯养的年代可以早到距今近 9000年。南方水牛饲养较早也较普遍 ,尤其进入龙山时代以后。而最值得一提的
是 ,位于黄河中游的陕西长安客省庄和河北邯郸涧沟龙山文化遗址也出土家养水牛遗骸 ,这表明在龙山时代 ,
水牛还可以生活在黄河以北地区。
野牦牛 ,是我国的特产 ,生活在青藏高原 ,只有少数在每年秋后 ,到邻近的克什米尔地区过冬。 牦牛系因
全身披着黑褐色粗长毛 (胸腹部分的毛几乎长达拖地面 )而得名。它是世界上生活在最高地区 (海拔高达 4000
- 6000米的高山上 )的大型哺乳动物。 又因它具有红血球的血色素含量多 ,如氧的亲和力特别强及运送氧的
能力特别高与特别耐饥渴等特点 ,故能适应和生活在空气稀薄 ,植被贫乏的高寒地区。 野毛牛喜群居 ,经过长
期驯化而成家牦牛。 家牦牛体型矮胖 ,并比野牦牛小得多 ,尤其是双角平直 ,微微上举 ,不如野牦牛那么粗长 ,
所以很容易区别 [10]。
上述表明 ,我国有多种野牛亚种 ,新石器时代居民在驯化猪、狗取得经验后又驯化了牛 ,牛起源于本土。
牛的驯化 (牦牛驯化较晚除外 )是新石器时代居民集体智慧的结晶 ,而不是某一先贤的功绩。 因而《山海经·
大荒东经》记: “有人曰王亥 ,……王亥托于易 ,河伯仆牛 ,有易杀王亥 ,取仆牛及。”《世本· 作篇》记: “胲 (即王





食用　野牛是先民们捕获食用的哺乳动物之一。 所以把野牛驯化成家畜 ,首先也是食用。 新石器时代遗
址中发现的牛骨 ,往往与猪、狗、羊、鸡骨伴出就是明证。进入历史时期以后 ,三代 (夏、商、西周 )仍养牛供食用。
春秋以后 ,历代养牛 (少数地区除外 )已不仅供食用 ,有的地方也喝奶 ,并制作牛奶的食品等。 如云南晋宁石寨
山西汉墓出土的人物屋宇镂花铜饰件中房屋下属饲养的牲畜中 ,以牛的数量为最多 [11 ]。 又如《华阳国志· 南
中志》记: “晋宁郡…… ,韩说初开 ,得牛马羊属三十万。”又云: “兴古郡 ,建兴之年置……自梁水、兴古、西平三
郡少谷 ,有桄榔木可以作面 ,以牛酥酪食之。”迄至今日牛肉仍是人们 (尤其是回民 )的主要副食品之一 ,牛奶成
为人们喜喝的营养饮料。
祭祀　根据《国语· 晋语九》记: “宗庙之牺 ,为畎亩之勤。”可知牛用作祭祀早于用于耕地。 考古发现也证
实记载属实。牛用于祭祀可能伊始于新石器时代晚期 ,至商代已很盛行。商代举行礼祭时 ,常用牛、羊 ,甚至用
人作为牺牲。 甲骨文辞中有关于用牛作牺牲的记载。 如卜辞记: “贞 ,杳火于土 (社 ) ,三小冖羊 ,卯二牛 ,沈十牛。”
(《前》 1. 24. 3)另在河南安阳殷墟清理的祭祀坑中 ,有的出土牛骨多达数十乃至数百只个体。 周代举行社祭亦
用牛 ,如《国语· 周语上》描述当时举行亲耕大典时曾记: “……王耕一土发 ,班三之 ,庶民终于千亩。其后稷省功 ,
大史监之 ;……毕 ,宰夫陈飨 ,膳宰监之。 膳夫赞王 ,王歆大牢 (必有牛—— 引者 ) ,班尝之 ,庶人终食。”供祭死
者亦用牛 ,如《诗· 周颂· 丝衣》中描述绎祭 (殡尸之祭曰“绎” )时记: “丝衣其纟不 ,载弁俅俅 ,自堂徂基 ,自羊徂
牛。”至战国 ,有的器物装饰纹样也有反映祭祀场面的。 如云南江川李家山的战国晚期墓出土的铜扣饰 ,标本
M24: 90,浮雕、透雕兼线刻而成。其表现的场面是:在一铜柱上缚一立牛 ,牛角上倒吊一人。铜柱右侧有一人紧
拉牛绳 ;牛头前有一人似被践倒 ;牛旁一人 ,一手按牛背 ,一手拉住捆牛颈的绳索 ,牛后有一人双手紧拉牛尾。
似是表现牛被剽祭前的反抗 [12]。在云南晋宁石寨山西汉墓出土的铜扣中也有反映剽牛祭祀的图案画面。牛用
于祭祀 ,至五十年代初 ,云南佤族还在每次播种前一定要举行剽牛活动。 景颇族在祭祀活动中也大量杀牛。
反之 ,牛也成为被祭祀的对象的。 如在贵州黔东南侗族苗族自治州及湘、桂两省、区邻近县的侗族 ,因耕
牛是他们的好帮手 ,而对牛十分爱护和敬重。 把农历四月初八这一天定为“牛王诞” ,要给牛休息 ,为它洗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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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乌米饭 (即用黑糯米饭 ,系用乌桕树叶泡出色水浸糯米蒸叶 )喂牛 ,还要用红糖、白米酒、鸡蛋等款待牛 ,给牛
做生日。此时 ,这一天还要举行祭牛仪式 ,即用鸡、鸭、鱼、肉做成丰盛的美味佳肴 ,在牛栏旁设香案 ,供祭牛神 ,
这种把牛神化 ,实际上是人们对牛的勤劳耕作表示谢意 [13]。居住在粤北的壮族同胞也把四月初八这一天定为
“牛王诞”。
商品　牛充当商品 ,可能伊始于新石器时代中晚期 ,系以牛易他物。 前述河姆渡遗址、罗家角遗址出土牛
骨很多 ,表明饲牛较其他地区发达 ,或许当时已以牛作交换对象。 进入历史时期以后 ,牛作为商品 ,在古文献
中已有许多记载。如《周礼· 地官· 质人》记: “质人 (当时管理市场的经纪人—— 引者 )掌成市之货贿: 人民、牛
马、兵器、珍异 ,凡卖买者质剂焉。”至春秋时期 ,已兴起私商 ,大商人已享有很高的政治、经济地位。这在春秋时
期的弦高假借郑国国君的命令来犒劳秦军的故事有所反映。弦高敢于冒称国君命令 ,敌国将领又能信以为
真 ,从中可窥视当时大商人所处社会地位之一斑。 以后历代 ,迄至今天 ,牛都是重要的商品之一。 有的地方还
设有牛市。
牛 ,不仅是重要商品 ,有的地方还起货币职能。 如五十年代 ,于云南昆明南郊发现一东汉延兴四年 (公元
125年 )石刻 ,刻文记载了此牛作为交换土地的代价 ,并携刻: “囗牛五头囗自少牢”等 [14]。
殉葬　牛用于殉葬 ,已知伊始于商代。 较流行于周代 (尤其东周 ) ,至汉代仍见之。 如:
在河南安阳大司空五十三号商代晚期墓出土一牛腿骨 [15]。
在宁夏固原杨郎清理东周 (春秋晚期至战国 )时期的墓葬 49座 ,其中有 16座墓殉葬牛头 ,多寡不一 ,其中
IM1、 M7、 M8、Ⅱ M1、 M6、Ⅲ M1各殉葬一牛头 ; IM5、 M6、Ⅲ M7各殉葬二牛头 ; IM2、M3、Ⅲ M2、M6各殉葬三牛




拉车　已知役使牛拉车始于商代 ,至汉唐盛行。 这在文献常有记载 ,另在随葬陶塑牛车、木雕牛车、铜牛
车方面也有所反映。 如:
在《尚书· 酒诰》记商人“肇牵牛车远服贾”。 表明当时牛车曾是商人用于运输货物或货币。 五十年代 ,在
河南安阳大司空村曾发现过成堆地放在车舆中的贝可作佐证 [18]。
六十年代 ,在青海西宁南滩体育场发掘一座汉墓 ,出土一件圆雕木牛车 ,牛用写意手法雕成 ,头显小 ,颈粗
短 ,身躯长圆 ,四肢细长 ,呈拉车前行状 ,雕刻粗糙 ,比例失调。车用写实手法雕成 ,双轮 ,轮直径 0. 45米 ,用 10
根辐条组成 ,车轴长 0. 28米 ,车舆用木板拼凑而成 ,车身长 0. 48米。 另于西宁旧城东南角的南滩高台发掘一
座汉墓 ,也出土一件木牛车 [19 ]。 此外 ,于甘肃武威雷台东汉晚期“张姓将军墓还出土一件辎重铜牛车 [20]。
耕种　用牛耕种 ,可分犁田、耙田和耱田、播种。 其中反映犁田的作品较多 ,反映耙田、耱田的作品较少 ,
这当与牛用于耙田、耱田、播种出现较晚有关。 作品主要包括雕刻、雕塑和绘画艺术等三方面。
牛 ,在人类的经济生活中 ,其最重要的用途之一就是役使犁田耙地。 我们认为商代人已能用牛拉车 ,当也
同时或稍晚发明用牛拉犁耕地。 至春秋时人 ,连起名都把牛与耕连在一处 ,如孔子弟子冉耕字子伯牛 ;司马耕
字子牛 ;晋国一大力士姓牛名子耕。又如《论语· 雍也》记“犁牛之子马辛且角”的文中已出现“犁”“牛”连用之。再
说《国语· 晋语》关于“宗庙之牺 ,为畎亩之勤”的记载 ,不仅反映牛用于祭祀早于役使耕地 ,而且也反映当时牛
耕已为常人所熟知和引起当时人们对这一先进耕作技术的重视。 由此可以推知春秋牛耕已有所发展 ,而不是
于处刚发明牛耕之初。




位农夫分别在犁田 ,农夫一手作扶犁状 ,一手作赶牛状。 所塑犁铧呈“ V”字形 ,中间凸起 ,既能破土划沟 ,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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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两侧翻土 ,表明犁铧设计已相当成熟和合理。 从模型看 ,当时不仅用较先进的犁铧 ,而且又采用较先进的一
人使一牛犁田的方法 [21]。
陶塑牛耙田　较少见。 六十年代在广东连县一座西晋永嘉六年 (公元 312年 )墓出土一件陶水田模型 ,水
田为两土丘 (一块田地的中间用土埂分开 ) ,分别在田内塑一农夫赶牛耙田 ,两者相向进行。用写意和写实手法塑
成 ,造型生动 [22]。
壁画牛犁田图　较多见。始见于东汉 ,多见于汉至唐 ,到宋仍见。如仅于甘肃河西嘉义魏晋壁画墓中就发
现多座墓中壁画绘有牛犁田图。 如 M5为二牛挽拉一犁图 ,M1为一牛犁田图。
壁画牛耙田图　较少见。 于甘肃河西嘉义魏晋时期的六号墓壁画绘有单牛耙田图。
壁画牛耱田图　亦较少见 ,于嘉义魏晋时期四号墓壁画绘有双牛耱田图 [23]。
壁画耧播图　较少见 ,始出现于东汉 ,如山西平陆枣园曾发现东汉牛拉耧播种图 [24]。 另于陕西三原李寿




饰 (M 1: 14)。于商代 ,牛角也用于祭祀。牛骨可制作农具 (如河姆渡文化所见骨耜 )或烧成骨灰为肥料。牛粪用
作肥料或燃料于《齐民要术· 养羊篇》有关于用晒干的牛羊粪煮奶为第一好的记载就是明证。 牛皮还可制作
衣裳供御寒、牛黄可入药等等。
总之 ,牛全身都是宝 ,无一需丢掉。 其用途十分广泛 ,随处可见到它的倩影。
三、丰采多姿的牛文物
牛 ,具有忠厚、勤劳、耐劳等品格 ,加上“农家以牛为耕种之本” (见《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七四 )“农者天下
之大本 ,衣食财用之所以从出 ,非牛无以成其事耶 ,”“牛之功多于马也审矣。” (见《陈甫方农书· 牛说》 ) ,于是 ,
牛自被驯化成家畜 ,尤其被役使运输和耕地以后 ,遂成为人们的好友 ,人与牛结下不解之缘。 牛也成为艺术家
创作的重要题材 ,为我们留下许多艺术佳作 ,而成为珍贵的文物。 依其载体和表现手法不同 ,大致可分为以下
诸种:
圆 雕 牛 俑
圆雕牛俑 ,系指模拟牛用圆雕兼线刻手法塑成的牛像。 依材料不同 ,又可分陶牛、釉陶牛、泥牛、铜牛、铁
牛、木牛、瓷牛诸类:
陶牛　系指用陶土雕塑牛经焙烧而成的作品。此类作品出现年代最早 ,延续时间最长 ,数量也最多。已知
始出现于新石器时代中期后段 ,进入历史时期以后 ,历代或多或少都有所发现。 现择其代表作介绍于下:
陶塑牛首　罕见。 于新石器时代 ,迄至目下尚仅于安徽望江汪洋遗址出土一件。 残存头部 ,张口 ,两角残
损 ,残存角根有角质纹 ,表明是塑造水牛头 [27]。 距今年代约 5000多年。
陶塑牛　用于随葬 ,盛行于汉至唐。 从马王堆一号西汉墓出土的《遣册》记: 随葬“土羊百、土牛五十……”
可窥视当时盛行随葬陶牛之一斑。 长沙河西扇子一座大型西汉墓出土数十陶牛、陶猪 ,表明《遣册》所载属实。
至东汉出土陶牛更多 ,分布更广。
七十年代 ,在河北赞皇县南邢郭出土一件东魏陶黄牛 ,用写实手法圆雕而成。 昂首 ,翘角 ,竖耳 ,嘴微启 ,
眼圆睁 ,项皮下垂 ,腰圆体壮 ,长尾下垂 ,四肢伫立 ,似塑造迎战的形象 ,造型生动。 长 38. 7,高 28. 9厘米 [28]。
在湖北武昌马房山一隋朝墓出土两件陶牛 ,一件四足并立 ,昂首挺胸 ,双角向上 ,头上套笼头 ,体壮膘肥 ,
骁武有力 ,颇具南方雄性黄牛特征 ,写实手法塑成。 长 33、高 27厘米。 另一件四腿下端残 ,昂首挺胸 ,双角朝
前 ,体形稍显颀长 ,有如南方雌性黄牛形象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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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随葬陶牛尤盛 ,几乎全国各地 (东北三省 、新疆、西藏、贵州、云南及港澳台除外 )唐墓都或多或少有所
发现。 牛的形态大多显肥硕健壮 ,并大多用写实手法塑成 ,造型生动 ,栩栩如生。 如在辽宁朝阳鲁善都墓出土
一件陶黄牛 ,四足立于踏板上 ,俯首 ,双耳及双锥状角向外竖立 ,大眼圆瞪 ,粗颈 ,项皮下垂 ,躯体滚圆 ,四肢有
力 ,蹄瓣分明 ,长尾甩在左后腿上部 ,似表现觅食形象。长 33、宽 10、 20. 7厘米 [30]。又如在云南安宁鸣矣河乡小
石庄唐代武周时期墓出土陶黄牛 14件 ,陶水件 3件。其中黄牛皆站立 ,腹中空 ,尾下部有一方銎。水牛呈伫立
状 ,垂首 ,口微启 ,似在觅食 ,牛角长而后弯 ,腹中空 ,尾下亦有一方銎。造型逼真 ,形象生动 [31]。在祖国的边远
地区 ,一墓随葬陶牛多达 17件 ,由此可窥视当时盛行随葬陶牛之一斑。
泥牛 ,系指选用泥土塑成而未经焙烧的作品。 此类作品较少见。 已知始出现于春秋时期。 如于陕西铜川
枣庙村出土几件春秋泥牛 ,是其代表作 [32]。汉代也有泥牛。于山东章丘市绣惠镇女郎山西坡 5号西汉墓出土
一件泥塑牛 (女西 M 5: 3)是其代表作。这一作品系选用黄胶泥采用写意手法塑成。其塑造方法较特殊 ,即分别
捏塑头、身后组合而成。 头、身连接处各有一小圆孔 ,内残存一段朽木痕 ,为我们推断是选用木棍连接找到可
靠证据。 体长 9. 4、高 6. 6厘米 [33] ,另于新疆吐鲁番还发现唐代彩绘泥牛 [34 ]。
釉陶牛 ,系指胎为陶表施釉的作品。 较少见 ,主要见于隋唐。如 :
在陈万里先生编的《陶俑》图录中刊载一件隋代黄釉陶牛 [35]。塑于一长方形垫板上 ,呈前冲状 ,昂首挺胸 ,
项皮下垂 ,宽嘴微启 ,凸目仰视 ,双角上翘 ,面部、背及腹两侧饰洞泡。造型逼真、传神 ,颇富动感 ,酷似表现迎敌
形象 ,是所见陶牛中塑造最生动的杰作。
釉陶牛较多见于唐代。仅于河南洛阳唐代定远将军安菩夫妇合葬墓一墓就出土 5件。系模拟黄牛圆雕而
成 ,皆伫立于长方板上 ,头微昂 ,眼圆睁 ,直视前方 ,双短角呈圆锥状 ,粗颈 ,项皮下垂起褶 ,躯体浑圆 ,四肢粗
壮 ,尾曲附于臀上。 标本 27: 20,鼻穿环 ,通身施饰姜黄釉 ,其他 4件同施饰赭黄釉。 长 17、高 13厘米 [36 ]。
三彩牛 ,系指模拟牛塑成的陶牛坯经 1100℃左右焙烧后施饰以黄、绿、白为主的铅釉 ,再行以 800℃的温
度烧成的低温铅釉陶牛。 唯见于唐代。 其中可分三彩牛和与其他生肖为伍的生肖牛两种。 如:
六十年代 ,在甘肃秦安杨家沟一号唐墓出土的三彩牛中 ,有一件标本呈卧姿 ,模拟黄牛圆雕而成 ,昂首 ,双
角向后斜竖 ,双耳向两侧竖立 ,口微启 ,吻部前伸。腰肥体壮 ,神态安祥属盛唐时期的佳作 [37 ]。此外 ,有的三彩
牛还流失到国外 ,如在法国巴黎吉美博物馆 (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 )展厅陈列的三彩牛 ,是模拟黄牛用写实手
法塑成 ,呈伫立状 ,头微昂 ,口微启 ,圆眼外凸 ,圆锥形短角上竖 ,双耳向后竖 ,项皮下垂且表现褶皱 ,前背脊高
耸 ,尾贴股 ,造型生动、维妙维肖。
在陕西韩森寨唐墓出土一套保存完整的三彩十二生肖俑 ,皆肖首人身。 其中牛生肖俑为黄牛首人身 ,昂
首直立 ,身着宽袖袍服及地 ,双手抚胸位于袖中。
瓷牛 ,较少见。 已知始见于西周 ,较多见于西晋 ,唐偶见。 如:
在江西湖口石钟山出土一件西周瓷牛 [38]。
在湖北鄂城西山南麓东吴孙将军墓出土一件挽车瓷牛。用写意手法塑成。头前伸 ,小眼 ,项皮下垂 ,短尾 ,
四肢粗壮 ,呈站立状。长 18、高 8厘米。 伴出瓷车一辆 ,双轮有七辐条、轮径 13厘米 ,车厢呈长方形 ,前后各设
一门 ,门外有短栅栏 ,卷棚式顶 ,长 20、宽 12、高 7厘米。 辕与轴可能是木质 ,已朽 [39]。
在江西瑞昌马头麻林埂一西晋墓出土 2件青瓷牛 ,写意塑成。皆引颈昂首 ,四肢站立 ,一件双角前伸 ,翘
尾 ,一小角 ,似表现雌雄一对。 长 20- 22、高 14厘米 [40]。
在湖南长沙咸嘉湖一座墓出土一件瓷牛 ,呈站立状 ,双角向前弯曲 ,双耳亦向前竖 ,头部肥实 ,躯体丰满 ,
通高 15厘米 [41]。 唐以后尚未发现。
铜牛　较少见。 已知始见于战国 ,汉唐较多见 ,于明仍偶见。其代表作有:
错金银铜卧牛　出土于安徽寿县邱家花园。 体形呈卧伏回首 ,前膝双跪 ,后腿屈于腹下 ,尾甩贴于左股
上 ,通身饰金银错几何形纹。 纹饰流畅 ,工艺精湛。 长 10、高 5厘米 [42 ]。 战国时期作品。
鎏金铜立牛　出土于河南偃师李家村一东汉窖藏。 模拟黄牛塑成 ,呈站立状 ,头自然前伸 ,眼平视 ,竖耳 ,
双角尖向内弯曲 ,头显小 ,躯显粗短 ,四足粗壮 ,着地有力 ,高 4. 8厘米。[43]
290
鎏金铜卧牛　于宁夏银川西夏 (公元 1038- 1227年 )王陵区 101号随葬墓出土。用写实手法圆雕而成。呈
卧姿 ,昂首前伸 ,腰肥体壮 ,造型逼真 ,栩栩如生。长 1. 2、宽 0. 38、高 0. 45米 ,重达 188公斤。铸造技艺高超 [44 ]。
铜牦牛　出土于甘肃天祝哈溪 ,明代初年作品。用写实手法塑成。呈站立状 ,张口 ,头稍昂 ,长角向内又向
后 (上端 )弯曲 ,袋状尾下垂贴股。肌肉结实、发达 ,四肢粗壮。造型逼真充分表现了牦牛强劲有力的身姿。体长
1. 2、前脊高 0. 61、背高 0. 51、臀高 0. 52、角长 0. 4、腹经、尾长各 0. 3米、重 75公斤 [45]。
铁牛　始出现唐 ,系用作维系浮桥两端以充当“固地锚”。 至五代开始 ,出现用于随葬 ,宋元较多见 ,有的
地区明清仍见之。 如:
八十年代末 ,在山西永济县蒲州古城西发掘清理出唐开元十二年 (公元 724年 )铸造的铁牛四尊。 大小一
致 ,造型各一 ,分别称为“牡牛”、“牛享牛”、“犍牛”、“牛区牛” ,并分别卧于西北、东北、西南、东南四个方位上。 各铸
于长方形铁板上 ,座东向西伏卧。铁板皆长 3. 5、宽 2. 3、厚 0. 7米。铁牛身长 3. 3、体高 1. 5,脖围 2. 24米 ,重达
约一万余公斤。 这批铁牛的发现 ,是已知我国发现年代最早、数量最多、重量最大、功能最殊的铁牛群 ,其重量
堪称世界之最。 关于铁牛的用途、铸造之精、造型之美 、巍巍壮观 ,早在唐书及县志即记载道: “于蒲津关西河
岸造铁牛四、铁人四 ,及前后铁柱三十六 ,铁山亦四 ,夹岸维舟。河梁用成……。牛甚壮巨 ,状皆蹲伏 ,腹没入地 ,
尾后有大轴 ,横纟荀之。轴首花纹 ,模制甚工。牛人皆精 ,泽照吐久 ,为伟观也。”据此推断 ,在蒲津关对岸当会有同
样的发现。 这是集实用、审美情趣和文化寓意 (从怒目而视观 ,兼寓辟邪作用 )于一体的绝代佳作 ,是中国人智
慧的结晶 [46]。
山东嘉祥县青山发现一件宋代铁牛。系模拟黄牛塑铸而成。 呈自然站立 ,头前伸 ,闭嘴 ,双角上翘 ,粗脖 ,
躯体浑圆 ,四肢粗壮 ,长尾下垂 ,神韵显呆板。 长 31. 6、高 23. 2厘米 [47]。
山西长治捉马村一号元墓出土一件铁牛 ,锈蚀严重。 身长 9. 5、通高 6. 5、座高 1. 2厘米 [48]。
河南洛阳孟庙遗址内一座元墓出土一件铁牛 (M198: 61) ,呈昂首拱背卧伏状 ,长 39、高 17厘米 [49]。
福建地区 ,于明清时期的墓葬尚发现随葬铁牛现象 [50]。
玉牛　较少见。 已知始见于商 ,多见于商周 ,汉唐偶见。其代表作有:
在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四件武丁时期的玉牛 ,造型各异。 标本 410,圆雕玉牛 ,作跪卧状 ,前肢内屈 ,
后肢极短 ,雕偶蹄 ,尾下垂。 下颌处有一上下对穿小孔 ,供系佩带 ,长 6. 2、高 2. 5厘米 [51]在天津市艺术博物馆
珍藏一件玉黄牛 ,传说出土于安阳。 圆雕而成 ,呈卧姿状 ,碾琢粗犷 ,线条简括 ,形象逼真 ,背至胸、尾有四孔贯
通 ,长 3. 3、宽 2. 3厘米 [52 ]。这两件玉牛均有穿 ,又体小 ,可能属生前所用装饰品。不是专为随葬而制造的明器。
另于河南罗山天湖及蟒张也出土过商代玉牛。这些发现表明商代玉牛尚仅发现于河南 ,其中妇好墓所见玉牛
是迄今我国年代最早的作品。
在河南三门峡上岭村西周虢国墓地 2006号墓出土一件玉牛 (M 2006: 69) ,圆雕兼线刻而成 ,呈侧首卧姿 ,
双眼圆睁 ,双角盘至脊 ,垂尾 ,腿屈于腹下 ,鼻下嘴部有一斜穿 ,长 5. 8、宽 4. 1、高 2. 2厘米 [53]。
在陕西蒲城汉代遗址出土一件玉牛 ,写实圆雕而成。 呈卧伏状 ,头前伸 ,口微启 ,圆眼外鼓 ,竖耳 ,角粗短 ,
角尖稍内弯 ,前肢内屈于腹下 ,形态逼真 ,长 10、宽高各 7厘米。




1983年在辽宁东沟县后洼遗址出土一件石雕牛头 [55]。写意兼写实雕刻而成。口微启 ,眼线刻表示 ,双角短
而上翘 ,面皮褶皱 ,脑后雕一榫形凸 ,穿一圆孔供系挂 ,由此可推知是属供佩载饰件。距今年代近 6000年。是已
知年代最早的一件石雕牛首饰品。
在陕西西安唐代长安城西市北街房址出土一件石牛 [56] ,圆雕兼线刻而成。牛坐卧于圆角长方形座上。昂
首 ,眼直视、前肢立 ,后肢屈 ,呈蹲坐姿 ,尾甩向右股下 ,鼓腹 ,颇似塑造孕牛形象。
此外 ,于河南方城盐店出土一件宋代石牛 [5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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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牛　少见 ,这可能与木质不易保存有关。 已知始见于西汉 ,以东汉为多见 ,且往往与木车为伍。 如:
在湖北江陵凤凰山一座西汉墓出土一件木牛。 黄牛形象 ,呈站立状 ,短吻 ,腿线刻而成 ,细长角向前斜竖 ,
项皮下垂 ,尾贴股下垂 [58]。
在甘肃武威县南 15公里祁连山磨咀子东汉墓群清理 31座墓中有 10座墓各出土一木牛 ,均伴出牛车 ,出
土时有的牛驾着车辕 ,有的车箱内装有粮食。 木牛的身、耳、尾分别用写意手法雕成 ,呈站立状 ,雕刻粗糙 ,仅
削成牛身 ,四足较写实 ,长 26、高 9厘米 [59 ]。
在甘肃武威柏村小寨湾旱滩地一座东汉墓出土木牛一、木车一、木人二。人、牛写意雕成 ,车写实雕成。牛
头、身、腿分别雕就后用木钉和榫卯结构组装成一体 ,呈俯首直视驾车行进状。 眉、目、鼻、用黑彩描绘 ,背部涂
饰淡蓝色。长 20、高 18厘米 ;木车 ,分体雕后组装而成 ,舆、轮、辕俱全。舆呈长方体 ,舆前设门窗 ,门窗上下有
栏板。 舆后栏设门两扇 ,可启闭。 车长 68、通高 35厘米。 牛位于双辕间 ,驾着车辕 [60]。
牛形用具　系指模拟牛塑铸而成的器皿成其他用具。 此类作品始见于汉代。 如:
牛觥　在湖南衡阳包家台子出土一件商代青铜牛觥。 由觥体与盖构成水牛形象。 牛首为盖前端 ,与流构
成牛首与牛脖。 呈昂首状双角后竖向内弯曲 ,牛体肥硕 ,四肢粗壮 ,尾后翘 ,通身饰云雷纹和角状纹 ,背脊 (盖
顶 )设一伸脖翘尾立虎为纽。 构图巧妙 ,造型生动 ,是一件实用与审美融为一体的佳作。
铜牛灯　九十年代 ,于河南南阳市化学制药厂施工工地一东汉墓出土一件铜牛灯 ,黄牛形象。 呈正面卧
姿状 ,昂首 ,双角向后斜竖 ,小耳 ,鼓眼 ,双鼻孔。牛背设为盖 ,在脊峰部设一高突的纽 ,与盖上一钮以铁轴相连 ,
把盖打开放平即可作灯盘 ,盘中央铸一插 ,盖的后部又设一环状钮。 牛鼻、眼上部饰细条纹 ,颈部饰皱纹数道 ,
腿、蹄部刻画准确 ,设计巧妙 ,雕刻细致。 长 19. 2、宽 8. 5,高 11厘米 ,重 1125克 [61]。
牛首形玛瑙杯　七十年代出土于陕西西安一唐墓。 杯的造型别具匠心 ,牛首维妙维肖。
绘画牛　画家对画牛情有独钟 ,所以画牛的作品较多见 ,且有不少佳作。 如:
耕种图　明初女画家邓姬所绘《海南黎族民俗画册》中有一幅《耕种》图 [62 ]。 画面描绘一农夫赤膊双手扬
鞭驱赶二水牛一黄牛踩踏水田 ,二赤膊农夫举盛种子筐在撒种子 ,田旁路口处有一叟一童在观看。 并配对题
诗云: “不稼不穑胡取禾 ,生黎悬拙逢年多。 近来颇受思文教 ,学入康衢鼓腹歌。”从画面及对题诗的内容分析 ,
海南黎族至明初方从汉族学用牛耕种。 更值得一提的是 ,这幅《耕种》图 ,给了我们启迪 ,即用牛耕地 (指水田 )
未必一定用犁耕法 ,也可用踩耕法 ,而且踩耕法可能比犁耕法出现早。
两牛图　据《南史· 卷七十六· 陶弘景传》记载 ,陶弘景学识渊博 ,工画法。 他历经南朝宋、齐、梁三个朝
代 ,曾任过南齐左卫殿中将军。至梁朝 ,他不愿再任官 ,遂隐居在江苏句容句曲山 ,自诩“华阳隐居”。梁武帝萧
衍尝识他的学问 ,多次请他出山做官 ,他不肯 ,便画了两牛图挂在屋里 ,一只牛悠然自得地在水边吃草 ,另一只
牛嘴上罩着金笼头 ,前面被人牵着笼头走 ,后面被另一人用鞭子赶着。有人看了这幅画告诉了萧衍。萧衍明白
了他画的寓意 ,就不再勉强他出来做官。 他则醉心于中医学和药物学分类研究 ,并取得辉煌成就。
生肖《牛图》　牛年发行的日历、挂历上都可见到牛的倩影 ,今年大陆、香港、台湾均发行牛图邮票 ,此前也
发行过。但画家选以生肖为题材创作的作品则少见。而最引人注目的是清末画家任预 (公元 1853- 1901年 )所







牛也是财富的象征之一 ,这在考古资料有所反映 ,民族学材料可找到佐证。 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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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云南江川李家山 18号战国晚期墓中 ,发现牛头和海贝堆放在一起 ,海贝具有货币职能 ,牛头与海贝为
伍 ,表明牛头同海贝同被视为财富的象征。 另在李家山西汉古墓群中还出土 10个铜牛角也表明这一点。
在云南晋宁石寨山三号西汉墓出土一件人物屋宇透雕镂花铜饰件上 ,屋子左右两侧各立一圆柱 ,在柱头
上斜出一支柱承于屋檐之下 ,此柱上悬挂一牛头 ,以示财富。
牛被视为财富象征 ,这从民族学材料可得以佐证。 如: “牛在独龙族的经济生活中 ,以致拥有如此重大的
意义 ,谁饲养牛、谁杀牛多 ,谁就享有荣誉和威望 ,谁就是富有者。” [64]海南黎族也把牛视为财富多寡的标志。
如把牛作为嫁妆之一。 这在明初女画家邓姬所绘《海南黎族民俗画册》中的《嫁聚》图及对题诗反映了这一习
俗。 该图画面描绘迎亲队伍进行在山间道路上 ,位于前面的引路人 ,右肩挑担 ,右手握扁担 ,左手屈肘拉紧两
条牛缰 ,两只膘肥体壮的大水牛紧跟后面 ,牛后跟着一位空手赶牛人及一挑担者 ,再往后 (路拐弯处 )绘新郎背
新娘艰辛而又高兴的往前走 ,左旁陪着一穿筒裙双手捧物的伴娘 ,画面形象而生动地再现了黎民嫁娶风俗。
并书对题诗云: “绳结明牵月下丝 ,槟榔吉贝洞风宜 ,新娘绣面新郎背 ,王会园中亦一奇。”该画册纵 33、横 30. 5




在江苏南京营盘山遗址出土一件陶罐 ,位于腹部贴塑兼线刻一维妙维肖的水牛首正面像。 距今 6000多
年 [66] ,这是我国迄今发现年代最早也是史前唯一的一件以牛为装饰题材的作品。
在北京房山琉璃河黄土坡 M251西周墓出土一件伯矩鬲 ,盖面、盖钮器器腹饰牛首纹。
在河南浚县城西辛村西周至东周的卫国贵族墓群中的第 42号墓出土一件钩戟 (M42: 162)上饰雕牛首正
面像 [67]。
在云南江川县李家山战国至汉代的铜贮贝器盖铜伞盖、铜芦笙、铜枕、铜案均见饰圆雕牛。 其中最值得一
提的是 ,于 24号战国晚期墓出土的一件铜案系由牛体构成。案的主体为一立牛 ,四足为案足 ,前后蹄间有插梁
相连 ,牛背作椭圆形盘状以作案面。 另铸一猛虎扑于牛尾 ,使案身平衡。 牛腹铸一横立牛犊 ,似表现牛不畏强
暴泰然自若保护小牛犊。 构图奇巧 ,生气盎然 ,使静的案颇富动感 ,是一件集写实与审美为一体的绝妙佳作。
长 76、通高 43厘米。该墓群出土的铜扣饰饰牛纹也不鲜见 ,系采用浮雕或透雕兼线刻而成 ,标本 M 14: 2,画面
为三人搏一牛 ,牛呈站立状 ,前一人以绳缚牛颈 ,后二人相向共拉牛尾 ,造型妙趣横生 [68]。
此外 ,连棺材的装饰图案纹样中也有牛。 如在湖南长沙一号西汉墓出土的黑地彩绘棺的图案中有一幅描
绘牛头怪兽图 [69]。画面用绘卷云纹表现牛与怪兽斗于空中 ,左边为竖角怒目的黄牛奔腾于空中 ,无所畏惧 ,俯
首向左边一手持朱色长杖的青面怪兽冲去。 牛写实绘就 ,怪兽用拟人手法表现 ,兽首、兽手、细短尾 ,后肢有
爪 ,肘身披羽翼 ,前肢绘成人手。 在这里 ,牛已被神化 ,并具有勇斗邪恶的功能 ,是正义的代表。 另瓷器也有饰
牛纹者。
牛的文化内涵




明朝 ,福建莆田有个叫戴大宾的 ,十三岁中举人。 有一天有一位显贵来找他的父亲 ,见他在庭院里玩耍 ,
满以为他是个小毛孩 ,即出 “月圆”二字要他对 ,他随即应对道: “风扁”。 显贵不解其意问道: “风怎么能是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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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小戴反问道: “见缝就钻 ,不是扁的怎么能行?”显贵无言以对 ,为了遮羞 ,又出一对子道: “风鸣” ,小戴即带
讽刺意味的应对道: “牛舞”。显贵又不解地问: “牛怎么能舞 ?”戴大宾不露声色地反问道: “百兽齐舞 ,难道牛不
在其中吗?”可悲的是 ,显贵还不明白小戴把他列入兽类呢!








民国初年 ,广西横县有位姓陈的老同盟会会员 ,有一次因奉孙中山先生之命 ,密谋打倒盘踞广东的桂系军
阀陆荣廷 ,来到甘棠镇活动。巧遇新任该镇“团总” (地方武装头子 )韦士元、冯泮球请酒演戏 ,韦冯闻陈至 ,为给
自己添风雅 ,便请陈赴宴 ,席间还要陈为之写戏对联。满腹经伦的陈并不推诿 ,反而痛痛快快地挥毫写道:
无端鼓角齐鸣 ,插雉尾 ,着红袍 ,称霸称王 ,试问风光能几日?
不觉鬼魔现象 ,假头盔 ,戴面具 ,非牛非马 ,焉知也上少斯人:
从联文上看 ,写的是剧中人 ,无可非议 ,实则鞭苔当时军阀士豪狐假虎威 ,横行霸道。 下联中的“非牛非
马”更用了拆字法 ,痛斥了韦、冯二个跳梁小丑 ,令他们啼笑不得 ,妙哉!
以上几例是联中牛的寓意。 而王安石有首《耕牛》诗 ,其寓意也颇深邃。 诗曰:














牛 ,具有诚实 ,勤劳和奉献的高贵品格 ,因而以牛喻己的人不鲜见。 如:
鲁迅说: “我好像一只牛 ,吃的是草 ,挤出来的是牛奶、血。”并写出脍炙人口的诗句: “横眉冷对千夫子 ,俯
首甘为孺子牛。”
郭沫若说: “鲁迅愿作一头为为人民服务的`牛’ ,我呢? 我愿做这牛的`尾巴’ ,为人民服务的`尾巴’ ”。
茅盾说: “那我就做`牛尾巴’上的`毛’吧! 它可以帮助牛把吸血的`大头苍蝇’和`蚊子’扫掉。”





(一 )牛的起源是多元的 ,中国牛本土起源 ,也是多元起源。
(二 )牛全身都是宝 ,无一需废弃 ,经济价值高。当今牛仍是耕地的主要畜力 (尤其是南方 )。又牛奶、菜牛肉
的需求量日渐增大 ,因之应重视发展养牛业 (含耕牛、奶牛、菜牛 )。 而改良品种、科学养牛是发展养牛业的关
键。
(三 )丰彩多姿的牛文物 ,为我们探讨农业、宗教、贸易、民俗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也为我们探讨文化
交流、民族关系提供了珍贵实物资料。
(四 )中国以牛为创作题材的牛艺术十分发达 ,是世界艺术宝库的又一朵奇芭!
(五 )各类牛艺术的发展过程中 ,各时代各地区发展不平衡 ,并显现出有的具有历代延续的特点 ,有的具有
时代特点和地方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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